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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态承载力状况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着眼点，也是科学把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键。以

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利用参数修正后的生态承载力模型测算安徽省及各城市整体与人均层面上的生态

承载力，运用数理统计分析比较 1998～2018 年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的演化特征，并结合地理探测器探究各因素对安

徽省生态承载力影响力的变化。结果表明：(1)基于“省公顷”进行修正后的模型参数与其他尺度显著不同，差异明

显；(2)全省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全省人均生态承载力呈现显著下降趋势。各市生态承载力自身波动变化趋

势显著，与其他城市存在差距；各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两极分化现象突出，升降趋势与整体层面不同；(3)各市生态

承载力存在一定退化现象，皖北地区状况较皖南地区优势突出，“南低北高”的空间格局特征鲜明；(4)影响因素中

环境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方式、社会发展水平等影响因素作用在增强，人口压力状况作用削弱，双因子交互作用的

影响力要大于单因子作用。需要持续关注生态承载力的演化特征，合理优化生态承载力区，保证社会经济发展与其

资源本底供给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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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承载力作为衡量生态系统供给水平的重要指标[1],是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和制定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2]。目前，

人口及城市化率增长增加了生态环境负荷，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本底面临严峻挑战，生态承载能力长期处于高压状态
[3,4],这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严重相悖，因此，必须将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负荷控制在合理承载范围内，探寻制约承载力的影响因

素并因地制宜制定调控规划与保护措施。 

目前学术界关于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多聚焦于测度与综合评价[5,6]、生态安全评估[7,8]、动态监测模拟[9,10]与可持续发展[11,12]等方

面。国外学者依据区域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差值求得生态赤字，将生态压力指数作为生态承载力区类型划分的科学依据，以

此评估区域生态安全
[13]
。国内学者侧重于基于生态承载力理论框架构建生态承载力指标体系，评估生态承载力嬗变情况并将其

作为优化生态安全格局的主要依据[14]。随着国内外学者对生态承载力概念和内涵的积极探索，生态承载力评价方法日益多元化。

已有的研究方法主要为运用生态承载力模型进行承载力测度，但模型中的均衡因子与产量因子两大参数默认按照经验数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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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存在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存在较大误差的弊端，鲜见将二者进行修正并应用于实证研究。以往学者多采用截面数据进行生

态承载力空间格局的静态评价，基于面板数据的时空演化特征分析较少，运用地理空间方法探究其影响因素也略显不足。随着区

域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态性凸显，粗略的、静态的生态承载力评价结果已难以适应科学精确、动态的可持续发展研究需要。

因此，本文将根据研究区实际情况逐年修正与细化不同类型土地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以体现其资源本底的时空异质性，刻画

生态承载力的演化特征并根据面板数据深入探讨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的变化。修正长时间序列的模型参数能更精确地分析生态

承载力演化特征，对于指导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安徽省是我国长江流域中人口最密集、水土资源开发利用强度最高、生态环境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同时安徽省各城市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生态敏感区，约占全省总面积的 5.3%。因此，本文以安徽省 16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研究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的演

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以期了解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状况，为保护生态环境脆弱区提供依据。 

1 研究数据与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安徽省地处华东腹地，属我国中部地区，现辖 16个地级市，总面积约 13.94 万 km2。水土资源丰沛，水热状况优良，自然区

位优势突出[15]。省内城市作为长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成员，长三角高度一体化背景下依托长江水道辐射沿江地区对外

经济发展，凭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发展理念与周围省市生态大融合[16]。与此同时，因承担打造沿江集聚产业带、促进

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使命诱发重化工业密集发展，资源粗放利用致使生态承载压力巨大，整体上生态脆弱性暴露明显[17],严峻的

生态安全问题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需要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科学理念，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力度。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鉴于数据的的可获得性，安徽省16个城市不同类型土地利用面积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资源环境数据云平台(www.resdc.cn),

将土地利用遥感监测影像数据经裁剪处理并解译得到各市1998～2018的各类土地利用数据。生物量、热值、社会经济统计数据

等所需要的数据来自于《农业技术经济手册》与《安徽统计年鉴》(1999～2019 年)。由于安徽省在 2015、2011、2000 年(“枞

阳、寿县分别划归铜陵、淮南”、“巢湖撤市”、“涡阳-蒙城-利辛划归亳州”)分别经历过三次局部行政区划调整，为保证统

计口径的一致性，按照 2015 年既定的安徽省现有行政区底图，将 2014 年以前涉及调整的县级相关生物量统计数据调整至相对

应的现所属的行政单元，调整方法主要为拆分法与归并法(附录 1)。这部分数据主要来自《安庆市统计年鉴》《六安市统计年鉴》

《巢湖市统计年鉴》《亳州市统计年鉴》等。对于部分缺失数据，采用替换缺失值中的临近点的线性趋势法加以补全；如插值结

果为负，则改用临近值的平均值法。 

1.3 研究方法 

1.3.1 生态承载力模型 

生态承载力测算方法最初由生态经济学家 Rees于 1992 年提出并经 Wackernagel 进一步完善[18],生态承载力模型将生态生产

性土地划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等 6大类型
[19]
,各类土地生产力各异且能给予人类所需的生态产品及服务，又

称为生态容量[20]。通常区域生态承载力借助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总和进行表征，具体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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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C为某区域总生态承载力；ec 为区域人均生态承载力；Ai为第 i 种土地的面积；bi和 ci分别为第 i种土地的均衡因

子(s-nhm2/hm2)和产量因子，产量因子无量纲；N 为区域常住人口。这里强调均衡因子主要是研究区内不同类型土地与平均均质

土地转化的当量，通过各类土地平均生产能力与总平均生产能力的比值表征；产量因子是研究区内不同行政单元同类土地转化

的当量，主要通过不同行政单元的同类土地产量与研究区内该土地平均产量的比值表征。 

1.3.2 参数修正方法 

已有研究习惯以经典的全球公顷模型、国家公顷模型中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生产力为基准确定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这两个参

数
[21]
,但这种大尺度模型由于各类土地生产潜力不同及同类土地生产力存在地区差异并不适用于中小尺度。因此，需要采用适用

于较小尺度的研究方法，弥补由于存在系统偏差所导致的低估或高估生态承载力的缺陷。本文基于“省公顷”这一概念[22],这里

的省公顷并非纯粹的土地面积单位，更是指单位省公顷土地的平均生产力，即耕地、林地等 6大类土地的生产力平均值。此处生

产力并非生物生产量比值而是指最大农业生产潜力，即相同面积高产量的土地比低产量土地具有更多的省公顷数。 

由于“省公顷”模型中 6 类土地的生产力不同，需要运用均衡因子使其转化为可相较的标准面积以解决“横向不可比”的

问题；由于不同地区同类土地生产力存在差异致使“纵向不可加”,需要产量因子辅以调整使之可以直接对比。因此，采用“省

公顷”模型计算安徽省实际生态承载力需先根据实际情况细化并修正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两个参数。参照当地实际情况核算由

农产品、林产品、畜产品、水产品等 37 项组成的生物资源账户(附录 2),采用能值法[23]使全省各类土地的生产力能够直接相加，

经汇总处理得出修正后的逐年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修正后的均衡因子个数为研究年限的 6 倍，产量因子个数为研究年限的

96倍。具体算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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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ai为省公顷(s-nhm2),bi为均衡因子(s-nhm2/hm2),cij 指安徽省内 j 市第 i 类土地的产量因子。Xi¯是指安徽省内第 i

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5J/hm2),X¯是指安徽省内全部土地的平均生产力(105J/hm2);Yi 指的是安徽省内第 i 类土地总生物的产量

(10
5
J);Si是指安徽省内第 i 类的土地面积(hm

2
);zki 指安徽省内第 i类土地第 k种生物的产量(Kg);γki 指安徽省内第 i类土地

第 k 种生物的单位热值(105J/Kg);Xij¯指安徽省内 j 市第 i类的土地平均的生产力(105J/hm2);Xi¯指安徽省内第 i 类的土地平均

生产力(105J/hm2);Yij指 j市第 i类的土地总产出(105J);Sij指安徽省内 j市第i类的土地面积(hm2);(zi
k)

j指安徽省内 j市第 i

类土地的第 k种生物产量(Kg)。需要指出建筑用地的均衡因子、产量因子与耕地一致，化石能源用地的产量因子为0[5]。 

1.3.3 地理探测器 

地理探测器是由王劲峰团队开发的一种探测在空间上地理现象与潜在影响因素关系的模型，早期应用于疾病风险的研究
[24]
。

若某项因素和地理事物的变化具有显著的空间一致性，则说明该项因素对于地理事物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影响[25]。由于安徽省

各市生态承载力存在空间差异性且探究人均层面的影响因素更具科学性，因此本文仅探究人均意义上的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

某影响因素对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决定力大小为： 

 

式中：q为探测因子X1的探测力值；l为各因素的类型；N和 Nh分别为安徽省内所有样本数、影响因素 X1在类型 h内的样本

数；δ2为整个安徽省16个地市的离散方差；δ2
h为影响因素X1在类型 h内的样本离散方差。q值的范围为 0～1,q 值越大，说明

影响因素 X1对于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影响越显著。 

同时，交互作用探测可用于准确评估影响因素 X1和 X2共同起作用时如何影响人均生态承载力 Y,即探究影响因素 X1和 X2对人

均生态承载力的影响 Y是协同、拮抗还是独立，具体可以分为单因子非线性减弱、非线性减弱、非线性增强、双因子增强和独立

5种[26]。 

2 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的参数调整与分析 

2.1 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的均衡因子 

2.1.1 均衡因子 

安徽省各类土地均衡因子差异明显。根据参数调整方法得出 1998～2018 年安徽省各类土地的均衡因子(表 1)。均衡因子最

大的是耕地和建设用地，最小是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草地和水域较为接近。以2018年为例，安徽每 1hm2耕地相当于 1.582 单

位省公顷土地的生产力，分别为林地、草地和水域的 118.473、19.920 和 6.140 倍。林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26.59%,但其使用

较耕地严格，全省积极推进封山育林，限制林业产品的过度开发，因此林地生产力较低。各类土地的均衡因子不稳定，其中草地

和水域变化不显著，耕地和林地存在着小幅波动，主要表现在2002 年前农业减产致使的耕地均衡因子小幅下降和封山育林生物

储量增多导致的林地均衡因子上升，2002 年后二者朝着反向趋势变化并长时间保持稳定状态，2016 年后再次出现反向波动，耕

地均衡因子表现为上升趋势，林地则下降。 

表 1 1998～2018 年安徽省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均衡因子 

年份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化石能源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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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1.504 0.114 0.233 0.188 1.504 0.114 

1999 1.508 0.109 0.220 0.185 1.508 0.109 

2000 1.514 0.078 0.224 0.252 1.514 0.078 

2001 1.355 0.493 0.207 0.220 1.355 0.493 

2002 1.505 0.108 0.231 0.236 1.505 0.108 

2003 1.497 0.108 0.278 0.272 1.497 0.108 

2004 1.529 0.056 0.242 0.191 1.529 0.056 

2005 1.513 0.078 0.259 0.252 1.513 0.078 

2006 1.525 0.065 0.243 0.241 1.525 0.065 

2007 1.528 0.081 0.178 0.211 1.528 0.081 

2008 1.524 0.090 0.177 0.217 1.524 0.090 

2009 1.517 0.101 0.189 0.228 1.517 0.101 

2010 1.513 0.111 0.190 0.233 1.513 0.111 

2011 1.519 0.108 0.189 0.232 1.519 0.108 

2012 1.515 0.119 0.188 0.231 1.515 0.119 

2013 1.510 0.129 0.191 0.240 1.510 0.129 

2014 1.508 0.139 0.180 0.235 1.508 0.139 

2015 1.506 0.143 0.184 0.235 1.506 0.143 

2016 1.516 0.148 0.191 0.237 1.516 0.148 

2017 1.585 0.015 0.083 0.210 1.585 0.015 

2018 1.582 0.014 0.079 0.258 1.582 0.014 

 

2.1.2 不同尺度均衡因子比较 

“省域”尺度与“全球”“国家”等尺度的均衡因子存在显著差异。从全球尺度看，1996 年 Rees团队提出的全球均衡因子

目前运用较广
[27]

,安徽省各类均衡因子较之大都偏小，林地、草地尤为显著，仅有水域偏高；与 WWF发布的世界均衡因子相比
[5,28]

,

各类土地均衡因子全部偏小(表 2);全国尺度上均衡因子较刘某承[29]的计算结果较接近，与张可云的结果相差甚远[30]。结果存在

出入原因主要为研究尺度的差异：“省公顷”模型以安徽省省域内各类土地的平均生产力为基准，计算结果必然与其他模型存

在偏差；“省公顷”模型计算方法更加科学，基于省域生物生产力和土地利用现状的精确数据，可以避免由于空间尺度过大所导

致的数据获取受限和数据量大难以计算。生态承载力模型的自身属性使其与空间尺度密切相关，测算全球或全国尺度承载力值

时更适合采用全球或全球统一的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但在进行省市级中小尺度生态承载力结果分析对比时，运用基于“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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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的测算模型能真实刻画实际生产力状况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特征。因此均衡因子修正后的模型更能反映出中小尺度的生态承

载力现状，保证生态承载力模型的科学有效性。 

表 2各尺度均衡因子对比 

尺度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化石能源用地 参考文献 

ghm2 2.80 1.10 0.50 0.20 2.80 1.10 [27] 

ghm
2
 2.19 1.38 0.48 0.36 2.19 1.38 [5] 

ghm2 2.39 1.25 0.51 0.41 2.39 1.25 [5] 

ghm2 2.51 1.26 0.46 0.37 2.51 1.26 [28] 

nhm2 1.74 1.41 0.44 0.35 1.74 1.41 [29] 

nhm2 4.69 0.19 0.06 0.40 4.69 0.19 [30] 

s-nhm2 1.58 0.01 0.08 0.26 1.58 0.01 本文结果 

 

2.2 产量因子 

安徽省 16个城市各类土地产量因子显著不同。与基于不同的面积标准而导致的均衡因子差异相异的是，产量因子的不同主

要源于安徽省内不同行政单元的资源禀赋差异而导致的土地生产力差异。因此，产量因子的对比主要为省内不同区域的各类型

土地之间的横向对比。由于文章篇幅有限，仅呈现 2018 年各市的各类土地产量因子(表 3)。2018 年，安徽省各市耕地产量因子

相差较小，大都在全省平均水平左右波动，极值分别为蚌埠市和池州市；各市林地、草地产量因子差异明显，但其最大值均出现

在亳州市和阜阳市，林草地生产力水平优势明显。蚌埠市林草地也与耕地相似，生产力优势较为明显；各地市水域产量因子存在

两极分化现象，最大值与最小值为分别亳州市与黄山市，最值差距为 2.658。其中黄山市由于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冲击，内河禁

止网箱养鱼致使水生生物量大幅缩减，产量因子由补偿前最大值 1.104锐减至补偿后 0.336,为全省水域产量因子最低的区域。 

表 3 2018年安徽省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产量因子 

地级市 耕地 林地 草地 水域 建设用地 

合肥市 0.814 0.443 1.228 0.707 0.814 

淮北市 1.245 13.143 3.018 1.308 1.245 

亳州市 1.256 224.663 859.655 2.994 1.256 

宿州市 1.133 7.378 5.806 2.284 1.133 

蚌埠市 1.308 23.122 88.951 0.908 1.308 

阜阳市 1.221 140.415 534.472 1.784 1.221 

淮南市 1.281 3.319 13.735 1.278 1.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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滁州市 0.898 2.039 0.291 1.379 0.898 

六安市 0.993 0.592 0.137 1.126 0.993 

马鞍山市 0.763 0.306 1.302 0.763 0.763 

芜湖市 0.753 1.558 0.166 1.257 0.753 

宣城市 0.678 1.037 0.117 1.138 0.678 

铜陵市 0.766 0.636 0.047 0.742 0.766 

池州市 0.656 1.264 0.014 1.124 0.656 

安庆市 0.821 0.585 0.206 0.681 0.821 

黄山市 0.753 0.245 0.122 0.336 0.753 

 

3 安徽省生态承载力演化特征分析 

3.1 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的时序演化特征 

3.1.1 安徽省整体时序演化特征分析 

总体上全省生态承载力为上升趋势，全省人均生态承载力则呈现下降趋势。全省生态承载力由 1998 年的 1.460×107s-nhm2

上升至 2018 年的 1.496×107s-nhm2,上升趋势显著(图 1),但由于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下降导致 2000～2005 年间存在波动较小的

下降转折点；2006～2015 年十年间较为稳定，波动平缓；2016～2018 年呈显著上升趋势。全省人均生态承载力由 1998 年的

0.250s-nhm2下降至 2018年的 0.237s-nhm2,2001、2009 和 2011 三个年份存在下降拐点，原因主要为人口增长过快，其常住人口

从 1998 年的 5844.4 万人攀升至 2018年的 6323.6万人，增幅8.2%,人口增长冲淡了总体生态承载力逐渐增加的优势。 

 

图 1 1998～2018 年安徽省生态承载力及人均生态承载力 

3.1.2 安徽省各地市时序演化特征分析 

各市生态承载力差距较大，上升或下降趋势交替出现。宿州市、亳州市、六安市、合肥市和滁州市等七市生态承载力普遍高

于其他九市(图 2)。总体上阜阳市生态承载力最高且呈上升趋势，黄山市最低但呈下降趋势。2002 年前各城市生态承载力波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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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上升下降交替出现，其后波动较小保持稳定。池州市、宣城市演化特征较为接近，均呈“上升-稳定-下降”的发展趋势；与

亳州、六安“先降后升”相反，宿州市为“先升后降”;淮南市、滁州市和蚌埠市均经历了“整体上升”的演化阶段；马鞍山市、

芜湖市、合肥市和安庆市演化趋势大体上为“整体下降”;铜陵市、淮北市较稳定。 

各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与整体层面差距较大。宿州市、宣城市、亳州市、六安市、池州市等九市人均生态

生态承载力普遍高于其他七市。总体上滁州市最高并伴随下降趋势，铜陵市最低并呈整体上升趋势。2004 年前各城市人均生态

承载力波动较大，演化特征较为复杂，其后较稳定。黄山市、芜湖市、宣城市和马鞍山市演化特征较为接近，均呈“先升后降”

的发展态势；淮南市、亳州市则表现为“先降后升”的趋势；六安市和安庆市出现“整体下降”趋势，阜阳市、淮北市与之相反

呈“整体上升”。 

 

图 2 1998～2018 年安徽省各地市生态承载力及人均生态承载力 

3.2 生态承载力空间分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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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整体上呈现出“南低北高”的生态承载力格局。基于 1998、2002、2006、2010、2014 和 2018 年的截面数据，运用

ArcGIS 自然断裂点分类法将安徽省 16 个城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依次根据 0.10～0.16、0.16～0.22、0.22～0.28、0.28～0.34

及 0.34 以上的间隔，划分由低到高 5 个等级生态承载力区类型
[31,32,33]

。城市人均生态承载力演化存在明显空间分异，皖北地区

大多为中等以上生态承载力区，状态较稳定；中部地区整体情况稍逊于北方；皖南地区生态承载力整体处于较低状态(图 3)。 

 

图 3 1998～2018 年安徽省各地市生态承载力类型演化 

省内城市整体上大都存在生态承载力由高级向低级渐次演替的退化现象。1998 年安徽省大部分城市为中等以上生态承载力

区，其中皖北亳州市、蚌埠市和皖中滁州市、六安市为高生态承载力区；2002 年尽管皖北地区阜阳市、淮北市和宿州市有好转

趋势，但皖中、皖南地区均出现衰退现象，六安、合肥表现明显；2006 年皖中地区无明显变化，皖北淮南市、皖南池州市出现

衰退；2010 整体变化不大；2014 年皖北地区淮南市转向衰退，皖中地区维持原状态，皖南池州市、宣城市此升彼降；2018 年，

皖北淮北市有所好转至此全境均为中等以上生态承载力区，皖中合肥市继续衰退至低生态承载力区，皖南池州市生态承载力再

次下降因而全境均为较低及以下生态承载力区。 

4 安徽省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 

4.1 影响因子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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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已有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根据典型性、层次性、可统计量化等原则，分别从环境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方式、

人口压力状况、社会发展水平、资源供给能力、生态环保观念6方面选取自变量，探讨影响因素对安徽省人均生态承载力的影响

力变化
[32]
。考虑到自变量均为连续型，因此采用非监督分类

[33]
的方法进行离散化处理以克服任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的弊端。采用相

等间隔(EI)、自然断裂点分级法(NB)、分位数(QV)、几何间隔法(GI)四种方法对因子进行分层，按照取大原则选择解释力最大的

分类方法和组数(表 4)。 

自变量选取主要出于以下考虑：(1)环境治理能力是各地尊重环境自净能力的重要体现，各地产业发展不可避免地向环境中

投放“三废”,环境治理水平的高低影响区域生态环境的质量和容纳能力[32],决定承载主体的承载能力。(2)经济发展需要消耗大

量能源，资源消耗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越高，资源依赖与经济发展脱钩越早实现，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承载能力就越

强，影响越显著
[34]

。(3)人口压力提升会挤占各类资源，使生态承载力难以维系现有人口规模的生存需要继而引发生态安全问题
[35],也会削减由于技术、生物生产力提高带来的生态承载力增量，从而对其产生负面作用。(4)社会发展水平是生产、生活方式合

理性的体现，是经济发展方式、制度和技术的总先驱，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的供给端与需求端关系是否适配直接与社会发展水平

相关[36],从根本上对生态承载力产生影响。(5)资源供给能力充裕、供需关系平稳是城市正常运作的基础物质保障，资源供不应求

则会因需求过旺胁迫生境致使生态承载力不断降低[32]。6)生态环保等可持续发展理念越强，弱生态承载力导致的生态赤字意识

越强烈，尤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关键时期，环境意识越强越能对其产生积极作用
[37]
。 

表 4生态承载力影响因子选取及最佳分层方式 

方面 影响因子 单位 分层(1998) 分层(2002) 分层(2006) 分层(2010) 分层(2014) 分层(2018) 

环境治理能力 
X1废水 

处置率 
(%) (QV,8) (EI,7) (GI,8) (NB,8) (NB,8) (NB,8) 

经济发展方式 
X2单位 

GDP 能耗 

(吨标准煤 

/万元) 
(GI,8) (EI,8) (GI,8) (EI,7) (NB,8) (NB,8) 

人口压力状况 
X3人口 

密度 
(人/km2) (QV,8) (GI,8) (GI,8) (GI,8) (GI,8) (NB,7) 

社会发展水平 
X4人均 

GDP 
(元/人) (NB,8) (QV,5) (QV,8) (NB,8) (NB,8) (QV,8) 

资源供给能力 
X5人均耕 

地面积 
(hm2/人) (GI,7) (GI,8) (EI,7) (NB,8) (NB,8) (NB,8) 

生态环保观念 
X6万人高等学 

校在校生数 
(人/万人) (NB,8) (QV,8) (QV,5) (EI,8) (QV,8) (NB,8) 

 

注：表内字母及数字为非监督分类法所选取的最优分层方式及最优分层数.字母(EI)、(NB)、(QV)和(GI)分别为相等间隔法、

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分位数法和几何间隔法.数字 5、6、7、8为所选取的最优分层数.例如(QV,8)为探究 1998 年废水处置率时影

响力大小时，选取分位数法将其分为 8个等级. 

4.2 影响因子分析 

人均耕地面积对生态承载力的重要影响力在不断增加。其决定力在各影响因子中最突出且整体呈上升趋势，至2018年达到



 

 11 

最大影响力 0.920(表 5),说明资源供给能力能直接影响生态承载力且影响不断递增。人均耕地面积越大，均衡因子和产量因子

越高，生态承载力越高。研究期内耕地面积由 81557km2 降至 77241km2,人口却呈大规模上升趋势，由此人均耕地面积显著减少，

资源本底供给相对不足。虽然技术进步导致均衡因子由 1.504 上升至 1.582,生物产量有所提高，但由于耕地面积减少且与之参

数相同的建筑用地面积升幅难抵耕地面积降幅，无法弥补耕地面积下降对生态承载力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较高的人均耕地面

积、充足的资源本底是生态承载力提高的关键，其下降越明显则会产生越显著的制约作用。 

社会发展水平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显著增加，最大值为 0.820。社会发展水平决定其经济发展方式，是其合理生产生活方式

的体现。安徽省人均 GDP 由 1998 年的 4576 元/人上升至 2018 年的 47712/人，年增幅 52.133%,经历了脱贫致富的关键历史时

期，从传统农业大省转入新兴工业大省。2018 年，工业对全省经济增长贡献率高达 48.9%,近 20 年来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的

发展模式转变决定其走资源依赖性的经济发展方式，势必会挤占部分耕地、掠夺占用资源，“掠夺式”的社会发展模式越明显对

生态承载力提高的制约效果越明显。虽然在一定时期上有利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但长此以往会造成生态承载力下降，供给侧与

需求侧博弈未达到双赢的透支状态越明显，越不利于可持续发展。 

表 5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安徽省各城市人均生态承载力影响因素结果 

年份 X1 X2 X3 X4 X5 X6 

1998 0.390 0.673 0.649 0.541 0.772 0.572 

2002 0.500 0.525 0.461 0.720 0.635 0.663 

2006 0.727 0.692 0.516 0.662 0.379 0.535 

2010 0.400 0.450 0.675 0.603 0.601 0.616 

2014 0.707 0.881 0.762 0.820 0.718 0.920 

2018 0.572 0.688 0.566 0.616 0.920 0.604 

 

经济发展方式对生态承载力的作用有所增强，影响力由 0.673上升至 0.688。单位 GDP 能耗越小，资源消耗与经济产出脱钩

越明显，生态环境对社会经济的承载能力就越强，越容易由“高消耗-低福利”过渡到“低消耗-高福利”的经济发展方式[28]。

2010 年皖江城市带因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而普遍能耗偏大，能耗系数最大值为宣城市 2.599 吨标准煤/万元，过度的资源消

耗、追求微观主体的眼前经济利益会突破地区生态承载力的阈值。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本理念指导下，安徽省将生态保护作

为推动发展的前提，引导区域产业调整以形成绿色环保的经济发展方式。2018年，宣城市能耗仅为0.516吨标准煤/万元，逐渐

优化的经济发展方式对区域生态承载力影响力增大。因此，经济增长质量而不是速度影响着生态承载力。 

生态环保观念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力略微增加，由 0.572 升至 0.604。生态环保观念越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态生产力的

观念越深入人心。安徽省各级各类高校的建设使师资力量和义务教育素质明显提升，2018 年万人高校人数逐年攀升至169 人/万

人，高素质教育者能更好的接纳并践行保护环境的科学理念。2002 年推行退耕还林以来，省内各城市在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理

念驱动下，积极参与封山育林工程，林地资源得以恢复。2010 年颁布的《安徽省环境保护条例》确立坚持以生态理念建设生态

强省的发展目标，居民积极响应并采取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履行生态保护义务。2017年，《安徽省“十三五”旅游业发展

规划》提出坚持发挥旅游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旅游开发规划等各个方面。此外，较高的教育水

平、良好的文化氛围可以为研发生态治理与环境保护措施提供技术支撑，促进环境政策贯彻落实，进一步影响生态承载力。 

环境治理能力对区域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力显著增强，由 0.390 增长至 0.572。环境治理能力最能代表当地承载主体承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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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环境治理能力越强，越有利于维持生境稳定。污水处理率是当地污染抑制力的体现，决定环境自净力能否恢复至污染前。

2018 年，安徽省各城市污水处理率均大于 90%,水资源合理排放，避免对其他水土资源的污染，保护合理容纳能力并提高水域承

载力。此外，2012 年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策三轮试点工作实施以来，沿岸“生态美”垃圾超市、河道清理等环境治理工作有

序推进，水污染动态监测制度完善，联防联控取得明显成效，环境质量与容纳能力明显提升，缓解了区域的环境负荷，利于当地

生态安全，环境治理能力对生态承载力的影响逐渐加大。 

人口压力状况的影响力在逐渐减小，由 0.649降至 0.566。高人口密度会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占用，低人口密度则会使资源不

能物尽其用，因此适中的人口压力才有利于生态承载力的稳定发展。淮北市人口密度高达 750人/km2,近 20 年来其生态承载力处

于高压状态，资源本底与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极不匹配；滁州市人口密度最低为 312 人/km2,研究期内始终为高生态承载力、低

经济发展区，资源未有效利用。此为为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省内外人口流动现象，以省会合肥为主的皖中城市人口密度普遍偏

大，常住人口较生态承载力的增加速度快，抵消由于技术、生产力提高累积的生态承载力增加值，因此人均水平上的生态承载力

并没有随着整体层面的增加而增加。近年来，《安徽省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办法》的出台加强了流动人口管控，人口流动增长速率

有所减缓，此外人口密度过高带来的相对劣势可以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环境治理能力等弥补，因此其影响力在逐渐缩

小。 

4.3 交互作用分析 

任一因子对的交互作用大于单因子作用。存在双因子增强和非线性增强两种交互作用类型，双因子增强作用较为显著(表 6)。

1998 年，环境治理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交互作用与生态承载力时产生非线性增强作用，其他因子交互作用均为双因子增强。2002、

2006 和 2018 年因子对的交互作用类型均为双因子增强作用。2010 年，环境治理能力和生态保护观念、人口压力状况和生态保

护观念为非线性增强作用，其余均为双因子增强作用。2014年，除人口压力状况和生态保护观念交互作用产生非线性增强作用，

其他因子交互作用均为双因子增强。因此，安徽省各市人均生态承载力水平的差异不是因子孤立起作用，而是多个因子相互作用

形成复杂作用机制，任何一个因子的变化都会导致整体发生变化。 

表 6生态承载力影响因子交互作用探测结果 

影响因素 1998 2002 2006 2010 2014 2018 

X1∩X2 BE BE BE BE BE BE 

X1∩X3 BE BE BE BE BE BE 

X1∩X4 NE BE BE BE BE BE 

X1∩X5 BE BE BE BE BE BE 

X1∩X6 BE BE BE NE BE BE 

X2∩X3 BE BE BE BE BE BE 

X2∩X4 BE BE BE BE BE BE 

X2∩X5 BE BE BE BE BE BE 

X2∩X6 BE BE BE BE BE BE 

X3∩X4 BE BE BE BE BE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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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X5 BE BE BE BE BE BE 

X3∩X6 BE BE BE NE NE BE 

X4∩X5 BE BE BE BE BE BE 

X4∩X6 BE BE BE BE BE BE 

X5∩X6 BE BE BE BE BE BE 

 

注：NE 表示非线性增强型，表示两个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大于各单因子作用时的相加值，q(X1∩X2)>q(X1)+q(X2);BE表示双

因子增强型，表示两个因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大于各单因子作用时的最大值，q(X1∩X2)>Max(q(X1),q(X2)).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文以安徽省 16 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基于参数修正后的模型分析 1998～2018 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最后

运用地理探测器研究其空间分异的影响要素。结论如下： 

(1)基于“省公顷”进行修正的生态承载力模型参数与其他尺度存在显著差异。1998～2018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均衡因子最大

且均大于 1,草地和水域的均衡因子较接近，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最小。不同城市各类土地产量因子差异显著，存在明显的上升

或下降趋势。 

(2)全省与各城市生态承载力时序演化特征各异。安徽省整体生态承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但全省人均层面却表现为下降趋

势。各市生态承载力差距较大，呈显著地上升或下降趋势，各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演化特征也与市整体层面不一致，整体生态承

载力较高的城市人均意义上并不具有同等优势。 

(3)安徽省呈现出典型的“南低北高”格局，存在生态承载力衰退现象。皖北地区整体情况较好，大多为较高生态承载力区，

生态承载力状况较为稳定。皖中四市整体情况稍逊于北方，生态承载力优越区仅有滁州市，其余均为衰退显著区。皖南地区情况

不容乐观，整体生态承载力最弱，全境退化为较低水平区。 

(4)环境治理能力、经济发展方式、资源供给能力、人口压力状况、社会发展水平、生态环保观念对安徽省生态承载力空间

分异影响显著。除了人口压力的影响力在削弱，其他因子的影响力均增强，双因子交互作用的影响力大于单因子作用，存在双子

因子增强为主，非线性增强为辅两种作用方式。 

5.2 讨论 

综上所述，虽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环境保护观念和提高环境治理能力已为促进生态承载力提高做出了微薄努力，但由

于人口压力提升、工业比重较大、资源供给能力较弱等仍不可避免的导致了整体生态承载能力下降，为促进安徽省可持续发展，

提出以下建议： 

(1)新城镇、宜居城市建设背景下，需要控制人口规模，促进人口有序增长。贯彻落实省内外流动人口管理条例，规范流动

人口居住登记管理服务，稳步推进健康型城镇化，使人口规模与资源本底相适配；依托省内各级各类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提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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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素质，转变人口生产生活方式，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才红利，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 

(2)“一带一路”政策契机下，安徽省应凭借自身地缘优势深度融入建设，拓展对外贸易，促进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绿色

转型；利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战略优势，通过技术创新建立低耗能产业体系以提高经济效率；依托以高质量生态环境为基

础的旅游业打造高生态承载力区，提高第三产业旅游业对总产值的贡献比，保护环境的同时保护其经济效益。 

(3)安徽省作为典型的生态脆弱区，合理运用生态补偿契机划定生态功能区提高其生态承载力更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突破点，

需要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并对其低生态承载力区进行空间优化；贯彻执行耕地保护红线、控制城市扩张规模等措施，确保耕地

资源可持续发展，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生物产出量，提高资源本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能力。 

(4)科学把握生态承载力的时空属性，促进地域公平与代际公平。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依托合作组织建立区域横向转移支

持补偿制度，当年资本流量消耗殆尽的地区应向进口资本流量的地区给予补偿以促进区域公平；为实现世代永续发展，利用科技

创新保育自然资本存量是解决人口扩张现实需求的必要手段，同时扩大资本流量，走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之路。 

党的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要求，关注生态问题就是关注民生福祉。诚然，本文也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生态承载力

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其开放性特质导致其不可避免地受周围区域影响，需要进一步探讨以增加模型的理论价值；安徽省各项环境

保护、城市规划政策逐渐成为调控区域生态承载力的重要抓手，未来的研究可将其嬗变情况与政策紧密结合，为优化调控生态承

载力、科学规划生态功能区提供重要科学依据。 

 

附录 1行政区划调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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